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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資源日益緊縮與社會需求多元化

的情境下，我國社會福利（簡稱社福）型

非營利組織紛紛走向事業化，期以擺脫對

政府與民間資助的依賴。事業化被視為因

應外部壓力的一種開源策略，不僅牽動財

務模式，也深刻影響組織內部的運作結

構、人員角色與文化氛圍（張俊明等人，

2020；Ko & Liu, 2021），此一事業化轉

型歷程不僅是制度調整，更涉及認知與文

化重構的深層變革。

然而，若缺乏系統性的組織學習歷程

與制度支持，組織在面對陌生的市場語言

與競爭性邏輯時，將可能陷入價值混淆與

目標漂移的風險（Dart, 2004; Ebrahim et 

al., 2014）。Goh（2003）指出，組織學

習若未能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與

文化內嵌，將難以轉化為實質行動與適應

能力。Chiva等人（2007）亦認為，在高

度不確定性的情境中，唯有強化知識吸收

與轉譯機制，方能穩定核心使命與策略適

應能力。

儘管國內對非營利組織事業化已有若

干探討，主要著眼於營運策略與制度調整

（呂朝賢、潘福財，2004），對「組織如

何學習」、以及「學習如何內化為能力與

文化」的機制探討仍屬稀少（夏侯欣鵬、

梅海文，2013）。而國外學界雖建立了較

為完備的組織學習理論架構（Argyris & 

Schön, 1997; Crossan et al., 1999），但多

聚焦於營利企業、社會企業或大型慈善組

織的治理轉型，對於中小型非營利組織

如何在資源受限與角色轉換的情境下展開

學習、回應文化挑戰，仍缺乏細緻剖析

（Easterby-Smith & Lyles, 2011; Tandon et 

al., 2017）。

有鑑於此，本文以「在變中學習」為

視角，探討我國社福型非營利組織於事業

化歷程中的學習實踐，填補學習機制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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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空白。一方面回應學術界對「學習

如何發生、如何內化」的理論關注，另一

方面亦希望提供第三部門實務現場具操作

性與解釋力的觀察框架。

本研究關注三項核心問題：（一）社

福型非營利組織如何在事業化過程中啟動

學習，其誘因是否來自危機觸發、領導者

的行動能力或制度性引導？（二）其組織

學習歷程如何實踐知識的獲取、轉譯與內

化？（三）此一歷程是否有助於組織調和

社會使命與營運邏輯之間的緊張關係，進

而轉化為穩定的組織能力？

為回應上述問題，本文採深度訪談

法，針對我國八個具代表性的社福型非營

利組織進行實證分析，梳理其在轉型壓力

下的學習動力、發展路徑與限制挑戰。期

望藉此補足現有文獻在學習機制觀點上的

缺失，並為第三部門在變動環境中推動策

略性調整與學習導向的治理能力的提升，

提供理論與實務啟示的參考基礎。

貳、文獻回顧與理論基礎

一、非營利組織事業化：背景與挑戰

非營利組織的事業化，泛指其運用營

利手段以達成非營利目的的過程，強調在

維持社會使命的前提下，透過販售商品、

收費服務或設立社會企業等方式，增強

組織的財務自主性（Dees, 1998）。在臺

灣，非營利組織事業化的興起與政府補助

緊縮、社會福利需求上升及資源競爭加劇

密切相關（官有垣等人，2012）。面對外

部資金不穩與服務擴張壓力，許多社福型

非營利組織紛紛成立庇護工場、附設商店

與接案單位等作為事業化實踐。然而，事

業化不僅關涉財務來源的多元化，更逐步

滲透至組織治理邏輯與文化運作方式，對

內部結構與價值框架皆構成挑戰。

延續緒論所提出的問題意識，從既有

文獻可觀察到，非營利組織在事業化歷程

中面臨的挑戰，並不僅止於財務策略或制

度變革，更深層地涉及組織角色轉換、價

值重構與文化調適等面向。Dart（2004）

指出，若非營利組織過度強調績效導向

與商業語言，將可能引發目標漂移與價

值混淆的風險。Bryson、Gibbons與Shaye

（2001）亦強調，事業化應視為重新設計

服務結構與組織邏輯的契機，而非僅止於

短期生存的手段。

此外，從治理觀點出發，Brown與

Iverson（2004）發現，董事會組成與治理

模式將影響組織策略的選擇與執行，而

Herman與Renz（2008）則指出，非營利

組織的績效與其「價值觀一致性」與「學

習文化成熟度」高度相關。這些觀點顯

示，若僅從財務角度評估事業化成效，將

難以掌握其對組織持續調整能力與核心價

值實踐的深層影響。

在國內研究方面，非營利組織事業化

的討論多聚焦於營運策略、商業模式與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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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轉型。陳定銘（2006）以喜憨兒基金會

為例，探討其事業化歷程中面臨的「使命

置移」與「營利組織的偽裝」等問題，並

主張透過強化使命意識與提升透明度加以

回應；官有垣等人（2018）提出「4E架

構」評估喜憨兒基金會社會企業的社會影

響，顯示其在就業提供、生活品質提升、

賦權與社會融合等面向皆具正面效果；岑

淑筱等人（2015）以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為例，分析其事業化轉型歷程，指出該組

織透過創新商業模式與資源整合，有效提

升其社會影響力與永續發展能力。然而，

現有研究多著重於外部策略與制度層面，

對組織內部如何吸收新知、重構角色與價

值，仍揭示有限。

綜合上述可見，雖然已有部分研究

開始關注非營利事業化中的制度調整與

組織能力發展（張俊明等人，2020；Ko 

& Liu, 2021），但多仍停留於策略建議層

次，對「學習如何發生」、「知識如何內

化」等轉化歷程的動態觀察相對不足。特

別是在中小型組織內部如何從實踐中學

習、並逐步形成文化調適與制度嵌入的邏

輯，尚為文獻空缺。

因此，本研究以「組織學習」為切

入視角，聚焦我國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在事

業化歷程中的實務經驗。組織學習涵蓋知

識的獲取與制度化，有助於補足現有研究

對內部轉化機制的忽略。相較於聚焦大型

機構或制度設計的研究，本文關注於非營

利組織如何在「邊做邊學」的事業化實踐

中，於資源壓力與角色不確定性下調整其

價值觀與文化運作方式，並透過學習歷程

逐步形塑支持永續發展的組織能力與文化

調適力。作者希冀從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內

部的學習動態出發，揭示這些組織在變動

環境中的調適邏輯與行動策略，進而回應

理論探索與實務應用的雙重需求。

二、組織學習理論：概念與架構

多數事業化相關研究偏重於營運策

略與制度調整，對學習歷程如何展開，

並如何轉化為組織制度與文化的關注相

對不足。特別是在組織面對社會價值與

市場邏輯衝突時，能否透過有效學習進

行認知更新與行動調整，已成為推動事

業化轉型的關鍵因素（Greenwood et al., 

2011; Silva & Rossoni, 2024）。本節將

梳理當代具代表性的組織學習理論，包

括Argyris與Schön的雙環學習（Double-

loop learning）、Crossan等人的4I模型

（4I Model），以及Senge的學習型組織

（Learning Organization）概念，作為後續

分析非營利組織學習實踐的理論基礎。

Argyris與Schön（1997）是組織學習

領域的開創者之一。他們提出單環學習

（Single-loop learning）與雙環學習的概

念，指出組織在遭遇問題時，可能僅針對

行動與策略進行修正（單環），也可能回

過頭檢視自身的信念、假設與價值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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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更深層的調整（雙環）。上述風險對

非營利組織尤為顯著，需審慎處理營運績

效與使命協調之間的緊張關係，此一理論

提供了辨識組織在事業化轉型歷程中學習

深度的基礎。

再進一步補充組織學習歷程的擴

散機制方面，Crossan等人（1999）提

出「4I模型」，將組織學習視為一種橫

跨個人、群體與組織層級的互動過程，

包含四個連續的歷程階段。首先，直覺

化（Intuiting）指的是個人基於過往經

驗，於潛意識中感知可能的模式與機

會；接著是詮釋（Interpreting），即將

這些洞察具體化並傳達給自己與他人，

形成語言上的理解與共鳴；第三為整合

（Integrating），透過成員間的互動與協

調，建立共享認知並發展出一致的行動方

向；最後進入制度化（Institutionalizing）

階段，意指將學習成果嵌入組織的規範與

流程中，轉化為穩定可持續的組織能力。

此架構強調學習如何跨越層級與部門

傳遞，對於理解非營利組織如何將實務知

識轉化為長期運作能力，並在文化上達成

共識，極具啟發性。然而，該模型主要建

構於企業的經驗基礎，其於社福組織中的

適切性與侷限性，亦為本研究欲進一步探

討的核心議題之一。

此外，Senge以《第五項修練》提出

「學習型組織」概念，主張組織若要面對

持續變動的環境，必須發展五項修練：系

統思考（Systems Thinking）、個人精進

（Personal Mastery）、心智模式（Mental 

M o d e l s）、建立共同願景（S h a r e d 

Vision）與團隊學習（Team Learning）

（引自郭進隆、齊若蘭，2019）。其中

「共同願景」與「心智模式」特別呼應非

營利組織在轉型過程中，需處理內部價值

差異與文化協商的挑戰。Senge的觀點提

供了長期性與文化性的理解視角，說明學

習不只是技術行為，更是組織自我理解與

意義建構的過程。

Weick（1995）則從組織「意義建

構」（Sensemaking）的角度出發，指出

組織學習並非單向的資訊吸收，而是在不

確定環境中，不斷透過行動—回饋—

解釋的歷程來建構行動邏輯（A c t i o n 

Logic）與決策架構。社福型非營利組織

在事業化歷程中，往往需面對不熟悉的市

場語言與多元利益關係人，Weick的理論

有助於理解組織成員如何集體建構「我們

為何這樣做」的信念基礎。

最後，Chenhall等人（2010）從社會

責任與永續發展的觀點出發，指出當組織

回應外部社會與環境挑戰時，會促進跨部

門的學習迴路與新型能力的形成，並強調

「整合性」與「反思性」制度設計在其中

的重要性。此觀點同樣有助於理解非營利

組織如何在事業化壓力下，透過橫向學習

與價值再造來推動文化調適與組織創新。

綜合上述理論可見，組織學習不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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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調整的技術手段，更是一種結合意義

轉換、價值協商與制度建構的深層歷程。

對非營利組織而言，事業化轉型中的學

習，常伴隨著對自身角色與使命的重新定

位。因此，本文將以此三種理論觀點交互

對照，以支持後續的實證分析與詮釋，藉

此，探討社福型非營利組織於事業化歷程

中如何透過組織學習歷程推動制度調整與

文化重塑，進而強化其永續發展的組織能

力。

三、學習在非營利組織事業化中的角色

在非營利組織面對事業化轉型時，

其挑戰不僅止於資源籌措與制度調整，

亦涉及深層的價值重構、行動邏輯轉換

與文化協商。學者Easterby-Smith與Lyles

（2011）亦指出，組織學習是面對變遷與

推動創新的關鍵，然而，針對中小型非營

利組織在轉型歷程中學習如何發生、深化

與制度化的討論，仍顯不足，特別是對以

社會使命為核心的社福型非營利組織而

言，學習歷程往往是其回應市場邏輯與

內部緊張關係的關鍵機制（Greenwood et 

al., 2011; Silva & Rossoni, 2024）。

為補足既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整

合多項重要理論作為分析基礎。首先，

Crossan等人（1999）提出的「4I學習架

構」，描繪了組織學習從個人直覺出發，

經由詮釋、整合，最終走向制度化的歷

程。該架構強調知識如何在組織中上下游

流動，並內嵌於組織實踐與規則之中，尤

適用於觀察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如何將實務

經驗轉化為可持續的制度基礎。

其次，Argyris與Schön（1997）所提

出的單環與雙環學習理論，則提供了判斷

組織學習深度的重要依據。當組織僅修正

現行做法而不挑戰既有假設，即屬單環學

習；若能回過頭反思基本假設與目標設

定，則進入雙環學習階段。對於價值導向

高度敏感的社福型組織而言，雙環學習的

啟動不僅有助於提升組織適應力，更能避

免在事業化歷程中出現目標漂移或制度文

化斷裂的問題。

此外，Senge所提出的學習型組織概

念，亦補充了學習與文化發展之間的互動

關係（引自郭進隆、齊若蘭，2019）。他

所強調的系統思考、共同願景與心智模式

修煉，提供一種理解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如

何在學習中建構內部認同、凝聚組織使命

的重要視角。

綜合上述理論觀點，本研究整理出一

套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在事業化歷程中，從

學習啟動到制度轉化的互動架構（如圖1

所示）。該架構指出，組織多由外部壓力

驅動啟動事業化實踐，並在實務操作中展

開知識探索與行動反思。若能有效經歷從

個體到組織層級的組織學習歷程，並透過

制度化內嵌於日常運作中，便可能逐步建

構出支撐事業化轉型的組織能力與文化調

適機制。圖1即呈現本研究所整理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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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在事業化歷程中的組織學習互動架構

資料來源： 作者自製，並根據 Crossan等人（1999）與實證訪談內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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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模型，不僅描繪學習如何由外部

情勢驅動，轉化為內部治理與文化調整的

具體機制。

參、社福型非營利組織的事業
化學習歷程分析

為回應本研究之研究問題，本文將

依據前述4I學習模型，分階段結合訪談資

料，探討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在推動事業化

過程中如何啟動學習、轉化經驗，並將之

內嵌於組織制度之中，以理解其學習機制

的形成邏輯與限制條件。

本研究採立意抽樣（ p u r p o s i v e 

sampling）方式，選取八個具代表性且具

備事業化實踐經驗之社福型非營利組織，

包括：伊甸、心路、育成、喜憨兒、陽

光、自閉症、弘道與老五老基金會。這些

組織服務對象涵蓋身心障礙者、自閉症者

與高齡者，營運歷史介於20至50年之間，

皆曾推動庇護就業、接案型服務與自有品

牌經營等多元事業化模式，提供本研究觀

察「組織如何在事業化脈絡下學習」的實

踐基礎。

一、從直覺到詮釋：學習如何在事業化

實踐中被啟動

組織學習的起點，往往來自第一線人

員對於工作現場中「事業化轉型需求」的

敏銳感知與壓力反應。受訪者普遍反映，

當補助減少、服務需求增加，或組織資源

明顯不足時，便需自行摸索出應對策略。

在缺乏清晰事業化藍圖或上層策略引導的

情況下，這種學習與轉型往往並非上層自

上而下規劃，而是基層人員在應對市場與

營收壓力中所發展出的行動嘗試。

例如，N1表示：「我們其實不是一

開始就想做這些事（行銷與品牌經營），

是因為社會企業這件事變成趨勢，加上我

們原本的補助其實越來越不穩，我們才會

開始學怎麼接案、怎麼包裝服務」。這

顯示在事業化壓力下，個體反思觸發了

Intuiting階段，逐步以行動應對財務與永

續性的壓力。

當這些初步行動獲得正面回饋，學習

將進入「Interpreting」階段，即組織成員

開始與他人分享想法、尋求理解與支持。

N3曾提到：「我一開始也是抗拒的，覺

得行銷不是我們社工要學的東西。但後來

看到其他單位做得起來，我才慢慢去想，

要怎麼樣才能讓服務永續」。顯示事業化

背景下的學習，不僅是技術學習，更涉及

心態重構與專業角色的重新界定，亦即由

原以服務為核心的工作邏輯，轉向兼顧市

場語言與永續經營的視野。

二、整合行動：跨部門協力與事業化知

識共享

當事業化實踐擴展，越來越多組織

成員開始投入相關行動，跨部門協力與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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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彈性成為推進事業化不可或缺的條件。

N5指出：「我們會讓社工跟庇護工場的

產線協理一起開會，因為我們希望社工也

要懂產線的節奏，產線也要知道個案的狀

況，這樣服務跟生產才不會脫節」。這正

是事業化學習進入「Integrating」階段的

具體展現。

不僅是中層管理者，第一線人員也

逐漸參與到跨領域的行動中。N6表示：

「我們的教保老師後來也會負責寫粉專，

拍短影片，這以前是完全沒接觸的東西。

他們一開始很排斥，但因為看到別人做得

好，也會開始跟著學」。這說明事業化下

的學習會導致既有職能的延展與重塑，使

組織內部逐步發展出跨域合作、任務多元

的工作模式。

三、制度內化與角色重塑：事業化知識

如何穩定轉化

事業化若能持續發展並取得初步成

果，最終需進入制度化階段，方能穩定並

傳承。制度化不僅指明文化規範與標準作

業流程，更涉及組織認可學習成果為正式

運作之一部分的歷程。N7提及：「我們

後來把職務說明書都改過了，把企劃、業

務、社工的任務拆得更細，也寫入KPI，

這樣大家會比較知道自己要負責什麼」。

這類制度調整顯示組織開始將「事業化」

視為正式運作邏輯之一部分。

然而，制度化同時帶來價值衝突。

N4坦言：「有些同仁很難接受要被KPI衡

量，他們會覺得這不是社福該有的方式。

我們就只能慢慢說明，或是透過比較資深

的人去引導」。這代表在Institutionalizing

階段，事業化所帶來的績效衡量機制需與

原有文化進行協商與調適。若制度與組織

文化無法有效協調，將限制學習深化，甚

至引發價值衝突與成員抵抗。

整體而言，我國社福型非營利組織

的事業化學習歷程呈現從個人直覺出發，

經由詮釋、整合與制度化四階段遞進的動

態過程。其特徵包括：由下而上的啟動邏

輯、跨部門合作強化學習擴散、多角色參

與、知識共享，以及制度導入過程中所面

臨的文化差異與協調挑戰。下一節將從理

論視角統整本節分析，探討「事業化學

習」如何作為組織因應環境變遷與維繫使

命彈性的關鍵調適機制。

肆、理論對話與反思：組織學
習在事業化轉型中的角色

上述分析顯示，4I模型雖提供了分析

組織學習歷程的重要視角，但其本質建構

於企業情境，對於非營利組織在價值導向

與文化協商中的實務困境，仍有其侷限。

以下將從理論視角進一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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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營利事業化歷程中的學習動力：

4I模型應用的反思

Crossan等人所提出的4I模型，描繪

了學習如何由個人層次的直覺感知與詮

釋，透過集體整合進而走向制度化的擴散

歷程。受訪者大多表示，初始學習並非來

自上層設計，而是出於現場實務需求的即

興反應，例如N1所述：「社福人出身，

不會下廣告，是因為要推產品才逼著去

學」，即為典型的直覺啟動。

然而，實務中學習常並非線性遞進，

而呈現多重中斷與反覆協商。例如N2表

示：「我們知道要合作，但部門會覺得這

不是他們的事情」。顯示部門文化隔閡可

能對整合階段造成阻礙。此發現說明，

Crossan等人模型雖提供基本學習邏輯，

但未充分處理跨部門間的協力阻力與文化

摩擦問題。

此外，制度化過程也未必意味著穩

定落實。N5提及：「我們開會協調，但

大家還是習慣照自己的方式做」。說明制

度若缺乏價值共識與文化支持，僅停留於

技術性層次，難以真正「內嵌」於組織中

運作。這也呼應Argyris與Schön所提出的

「雙環學習」，唯有當組織能質疑其核心

假設與任務設定，方有可能將學習深化為

行動與價值的共同演化。

儘管4I模型強調學習從個人至組織的

逐層轉化，但本研究發現，許多學習實踐

更呈現「現場驅動」與「邊做邊學」的特

質，亦即，知識的啟動往往不是來自組織

的整體戰略規劃，而是由前線工作者因應

挑戰的實務探索。這類行動導向的學習不

僅顯示出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在資源限制下

的自發性與調適能力，也暴露出組織學習

在擴散與制度化過程中面臨的協調與共識

困境。

二、制度與文化的落差：事業化過程中

的學習瓶頸

制度與文化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對學

習能否順利推行具有關鍵影響。受訪機構

普遍指出，儘管在策略面嘗試引入商業邏

輯與管理工具，內部文化對此的接受度不

一，反而產生學習內部摩擦。例如N4表

示：「有同仁不接受被KPI評估，覺得這

不符合社福初衷」。這說明即便制度變革

具備其正當性，若未能同步建構文化意涵

與價值共識，仍可能導致組織內部抗拒，

並增加組織內部運作成本。

這種現象也可由Weick（1995）所提

出的「組織意義建構」視角理解。該理

論指出，組織對外部環境的回應，往往

取決於成員如何建構其行動的「合理性

敘事」，如N5表示：「我們不是改變初

衷，只是用新的方式照顧人，加上了生

產」。此種敘述不僅有助於安撫內部成員

的不安情緒，更在價值層面上為行動提供

正當性與認同的基礎。

此外，學習是否能內化為制度，與領



社區發展季刊　191 期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410

一般論述

導者的詮釋能力（Interpretive Capacity）

密切相關。訪談顯示，能有效推動制度化

的組織，往往具備願意說理與對話的領導

者，他們強調「我們為什麼而改變」，而

非僅停留在「我們改變了什麼」，藉此降

低成員對變革的排斥感與價值衝突，其中

N7指出：「他的操守與願景會影響整個

組織的文化，底下的人才會合起來往這邊

走」。顯示清晰的方向與價值說服是學

習制度化的前提。N5也提到：「不同領

導者會帶入不同的文化，容許不同聲音存

在的閾值也會不同」。說明領導風格會形

塑學習氛圍與制度接受度。N8進一步指

出：「主管社福觀念非常非常強的時候，

他就很難接受轉到商業模式。」反映領導

者的價值框架若未調整，亦可能成為學習

內化的障礙。

然而，即便領導者具備說理與詮釋

能力，若缺乏制度化的中介結構與支持機

制，學習仍可能無法擴散（Crossan et al., 

1999; Heracleous, 2004）。特別是在資源

有限、組織扁平的中小型非營利組織中，

文化協商常缺乏制度平臺，學習便易陷於

「中層管理夾縫」，難以深化為組織轉型

的驅動力量（Senge, 1990；引自郭進隆、

齊若蘭，2019）。在事業化過程中，這樣

的結構性落差更易導致策略推動與內部認

同出現斷裂，使學習難以支撐轉型所需的

組織一致性與文化更新。

三、知識內化與價值再創造：事業化中

的使命重構

組織學習的真正價值，並不僅止於回

應外部壓力或提升營運效率，更在於引導

組織回望其初衷，重新回答「為誰而學、

為何而變」的核心問題。透過學習的推

進，社福型非營利組織逐步從技術性調整

邁向價值層次的自我覺察與再定位，進而

展開對使命、角色與社會責任的重構。

在實務中，這樣的轉化歷程往往從具

體實踐中萌芽。例如N6指出：「我們現

在不是看他們做得多好，而是他們能不能

參與設計」。這不僅代表從「替代照顧」

轉向「賦能參與」，也象徵組織對服務對

象主體性的重新理解與價值轉譯。此轉向

過程，不再僅是技能訓練或制度改革，而

是涉及信念重構與價值創新的深層組織學

習歷程。

這樣的觀點，與Senge所強調的「共

同願景」高度契合（引自郭進隆、齊若

蘭，2019）。當組織成員能在變革中找到

其工作與使命的連結，學習便不再只是工

具性的調整策略，而是一種價值內化與文

化生成的過程，如N6所言：「我們想讓

身心障礙者有家、有工作、有朋友、生活

在社區。」這不僅是對服務目標的描述，

更是一種願景敘事，成為支持學習行動與

組織認同的精神基礎。

學習也使得組織角色得以重新定義。

N3表示：「我們以前只接政府案，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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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找民間合作，是因為我們覺得自己應

該也可以是社會創新的角色」。這段話顯

示，在不斷反思與實踐中，組織已從單一

服務提供者，逐步轉化為主動介入社會議

題、構築公共價值的行動者。

此一角色的重構與願景的深化，不僅

體現組織學習所引發的行動轉變，更標誌

著非營利組織在公共領域中的重新定位，

亦即從服務執行者邁向公共參與與價值創

造的關鍵推動者。當學習從操作層面走向

理念實踐，組織也才能在事業化轉型過程

中展現出更強的文化適應能力與社會使命

感。

綜上所述，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在事業

化歷程中所展現的組織學習，不僅為制度

調整與組織運作模式的轉變提供動力，更

推動了角色定位與價值信念的深層重構。

當學習得以穿越制度衝突、文化摩擦與認

同模糊，轉化為一種兼具內部穩定與外部

回應的能力，組織方能在快速變動的社會

環境中，持續釋放其公共性與變革潛力。

伍、結語：在變動中建構學習
導向的治理能力

本研究透過實證分析指出，我國社

福型非營利組織在面對資源限制與制度環

境變遷壓力下，雖以事業化作為主要的策

略回應，真正決定轉型能否穩健推動的關

鍵，不在於是否導入商業模式，而在於是

否能發展出具備學習導向的治理能力。

以Crossan等人提出的4I學習模型為

基礎，本文描繪出組織如何從基層經驗出

發，歷經詮釋與整合，進而進入制度化階

段，逐步形成對挑戰的集體理解與內部調

適機制。然而，本研究亦發現，這一歷程

並非線性推進，而是在實務摩擦、部門協

調與價值協商中漸進展開，學習的意涵也

逐步從回應外部壓力的手段，轉化為建構

內部能力與文化認同的重要資產。

回顧研究問題：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如

何在事業化轉型過程中啟動學習？其學習

成果是否能轉化為穩定制度與文化？是否

有助於調和社會使命與營運邏輯的衝突？

研究結果顯示，事業化轉型的成敗，關鍵

不在技術操作層次，而在於組織是否具備

持續反思與制度整合的能力，亦即能否將

學習昇華為制度化的治理邏輯與文化實

踐。

因此，「在變中學習」不僅是因應外

部變遷的策略歷程，更是建構制度調整能

力與強化使命願景協調的關鍵契機。未來

若能在有限資源與多重壓力之中，建構有

利於組織學習的制度條件與學習導向的組

織文化，使第一線實務經驗得以有效轉化

為組織知識，進而納入管理程序與決策架

構，將有助於非營利組織強化其持續性的

社會影響力，並兼顧使命導向與永續治理

的雙重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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